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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炭对不同植被类型土壤温室气体排放影响研究进展
① 

朱  一，李晓龙，吴  喆，陶  岳，王雅杰，孙  宇，张小凯*，王震宇 

(江南大学环境过程与污染控制研究所，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江苏无锡  214122) 

摘  要：土壤生态系统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降低土壤温室气体排放对于缓解全球变暖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生

物质炭在改良土壤性质、提高土壤碳汇和影响土壤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因此，关于施加生物质炭对土壤温

室气体排放影响的研究已经成为了环境科学和农业生态领域的研究热点。然而，生物质炭对土壤温室气体净排放的影响是促进

还是抑制尚无统一定论。不同植被类型条件下土壤温室气体排放也存在较大差异，故而研究添加生物质炭对不同植被类型土壤

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至关重要。本文综述了添加生物质炭对林地、农田及设施蔬菜土壤中 CO2、CH4 和 N2O 排放的影响，探讨

了生物质炭对土壤温室气体排放的作用机制。总结发现，不同植被类型土壤添加生物质炭将降低土壤 N2O 的排放，并且增加土

地对 CH4 的吸收，而对 CO2 排放的影响没有统一定论。结合国内外生物质炭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未来需开展生物质炭在土壤

温室气体减排领域的长期系统研究，同时应充分考虑使用生物质炭可能存在的潜在环境风险，以期为生物质炭在土壤温室气体

减排中的应用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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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Adding Biochar o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Soils of Different Vegetation 
Types 
ZHU Yi, LI Xiaolong, WU Zhe, TAO Yue, WANG Yajie, SUN Yu, ZHANG Xiaokai*, WANG Zhenyu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Process and Pollution Control, 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Civil Engineer,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214122, China) 

Abstract: Soil ecosystems are one of the main sources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hence, reducing soi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lleviating global warming. In recent years, biochar has shown great potential in improving 

soil properties, enhancing soil carbon sinks and affecting soil greenhouse gas (GHG) emissions. Therefore, the study on the effect 

of biochar application on soi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has become a research hotspot in the fields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agroecology. However, there is no consensus on whether the effect of biochar on net GHG emissions from soil is promoting or 

suppressing. There are also great differences in soil GHG emissions from different vegetation types, so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tudy the effect of biochar addition on GHG emissions from different vegetation types. In this review, the effects of biochar 

addition on CO2, CH4 and N2O emissions from forest land, farmland and facility vegetable soils were reviewed, and the 

mechanism of biochar effects on soil GHG emissions was discussed.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addition of biochar to soils of 

different vegetation types would reduce soil N2O emissions and increase land absorption of CH4, while there was no unified 

conclusion on the effects on CO2 emissions. Combined with the research status of biochar in this field,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long-term systematic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soil GHG emission reduction in the future, which is aim to provide a reliabl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biochar in soil GHG emission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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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广泛关注，全球

气候变化及其对环境与人类生存带来的影响已经成

为了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IPCC)的报告，全球气温预计将在 21 世纪内升

高 2 ~ 5 ℃[1]。世界气象组织 2022 年的调查报告显

示，过去 7 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 7 年，2021 年全

球温度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约 1.1 ℃[2]。为了将全球

变暖导致的升温控制在 1.5 ~ 2 ℃以内，全球温室气

体排放必须达到峰值，然后迅速下降。如图 1 所示，

我国的碳达峰时间预计出现在 2030 年，并与世界其

他 56 个国家实现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60%。因

此，如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早日实现碳达峰，缓解

温室效应已经成为近些年来世界各个国家亟待解决

的共同问题。 

 

图 1  已达到或承诺达到峰值碳排放量的国家数量  
Fig. 1  Number of countries that have reached or committed to peak 

emissions of carbon 
 

1  土壤碳库及生物质炭的研究意义 

众多研究表明，土壤碳库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

的碳库，其碳储量达到 2.2×103 ~ 3×103 Pg[3–4]，而全

球土壤有机碳封存潜力为CO2 2.3×109 ~ 5.5×109 t/a [5]。

因此，土壤有机碳封存量的变化将对全球温室效应和

气候变化产生重要影响。土壤有机碳的固定、积累和

分解影响着全球碳循环。土壤中存储的碳最初都来自

大气[6]，这主要是由于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 CO2 转化

为有机物，有机物中的碳以根系分泌物、死根或者残

叶的形式进入土壤，并在土壤微生物的作用下，转变

为土壤有机质存储在土壤中[6–7]。增加土壤有机碳固

存不仅能为植被生长及微生物活动提供碳源，也可维

持土壤良好的物理结构，促进土壤中植物可利用态养

分的释放与转化，同时也是持续减少大气中 CO2 等

温室气体含量的一个有效且可持续的措施[8]。土壤

CO2 排放又称土壤呼吸，是土壤有机碳进入大气的主

要途径。它是陆地生态系统碳损失导致气候变化的主

要机制[9]。此外，CH4 和 N2O 也被认为是主要的温室

气体，其单位质量的全球变暖潜势在世纪尺度上分别

是 CO2 的 25 倍和 198 倍[10]。因此，如何通过改变土

壤的物理、化学和生物性质，从而降低土壤的温室气

体排放，对缓解全球气候变化危机至关重要。 

生物质炭是指农林废弃物在限氧或无氧条件下，

通过热解转化产生的含碳量丰富的固体物质[11]。生物

质炭具有稳定的结构、丰富的孔隙度、巨大的比表面

积、相对较高的 pH 等特点[12]。生物质炭的制备材料

来源丰富，包括农林废弃物[13]、生活垃圾、动物粪

便等[14–15]。将生物质炭施加到土壤中后可以改良土

壤结构，增加土壤孔隙度、降低容重、增强保水性

能、吸附土壤中的污染物，同时还可以促进植物根

系的生长以及对水分养料的吸收，及提高植物的抗

逆性[16–18]。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土壤固碳减

排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方法。研究发现，生物质炭稳

定性强，可在土壤中留存几个世纪[19–23]。由此可见，

土壤中添加生物质炭对于实现土壤碳封存，增加土壤

碳储量，实现碳中和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基于生物质炭在土壤固碳减排方面的潜力，近年

来，该研究领域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焦点[24–27]。

从图 2 可以看出自 2011 年以来关于生物质炭对温室

气体排放影响的文章逐年递增，且尤以我国的发文量

最大，达到了近 700 篇。然而，关于添加生物质炭促

进还是抑制土壤温室气体的净排放仍然没有统一的

定论。并且，土壤中添加生物质炭后，不同的植被类

型会对温室气体的排放产生不同影响。本文对近年来

添加生物质炭对土壤温室气体排放影响的文章进行

了综述，以期使相关研究人员对生物质炭的利用有更

加深入的认识，从而更好地促进土壤碳汇及减少温室

气体减排。 

2  不同植被类型土壤中添加生物质炭对温

室气体排放的影响 

温室气体在大气和土壤中的交换受多种因素的

影响，例如植被类型、温度、降水、氮(N)输入和土

壤性质(例如土壤质地、土壤 pH 和 C/N 等)。在众多

因素当中，植被类型的变化对温室气体排放起关键作

用，因为其变化直接影响土壤碳汇[28]、根系密度、

氮输入[29]和管理[30]。这进一步影响土壤温度和土壤

水分及土壤动物和微生物等，从而影响温室气体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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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Web of Science 以“biochar”和“greenhouse gas”为关键词的检索结果 
Fig. 2  Search results of keywords“biochar”and“greenhouse gas”in Web of Science 

 
放[20]。因此，研究不同植被类型土壤中添加生物质

炭对土壤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对于指导如何合理施

用生物质炭意义重大。 

2.1  林地生态系统土壤 

森林在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中发挥着关键作

用[31–32]。从 1990 年到 2015 年，世界森林总面积从

428 亿公顷减少到 39.9 亿公顷，而同期人工林面积从

1 675 万公顷增加到 2.779 亿公顷[33]。因此，人工林

的可持续经营对于提高林地碳汇能力、减缓全球气候

变化具有重要意义。表 1 总结了近 5 年通过添加生物

质炭对人工林地或森林土壤温室气体排放影响的研

究。从表 1 可以看出，不同研究中生物质炭施用对森

林生态系统土壤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差异较大。

Hawthorne 等[35]在实验室内，将不同比例松木生物质

炭添加到森林土壤中观察其对土壤排放温室气体的

影响，研究发现，添加 10% 生物质炭促进了 N2O 和 

表 1  添加生物质炭对人工林地土壤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biochar addition o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planted forests soil 

原材料 热解温度 

(℃) 

植被 

类型 

试验 

类型 

生物质炭 

添加量 

时间 效果 参考

文献

竹子 800 森林 田间 10、30 t/hm2 16 m 对温室气体排放没有显著影响 [34]

松树 420 森林 实验室 10、100 g/kg 25 d 添加 10% 生物质炭促进了 N2O 和 CO2 的排放，

两种添加量的生物质炭均降低了 CH4 的排放 

[35]

木材 600 杨树 田间 80、120 t/hm2 7 a 在杨树系统中施用生物炭 7 a 后，土壤 N2O 的排

放没有减少 

[36]

云杉木片 550 云杉 田间 10 t/hm2 4 a 添加生物质炭使土壤 CH4 消耗和 N2O 释放分别减

少了 106% 和 94%，但对土壤 CO2 排放没有影响

[37]

竹子 500 毛竹 田间 5、20 t/hm2 2 a 添加生物质炭减少毛竹人工林土壤的 CO2 排放 [38]

油菜秸秆 300、700 森林 实验室 20 g/kg 35 d 300 ℃生物质炭使 CO2 和 N2O 排放量分别增加了

26.9% 和 627.1%，700 ℃生物质炭使 CO2 排放量

减少 27.1%，生物质炭对 CH4 排放均无影响 

[39]

竹叶 500 毛竹 田间 5、15 t/hm2 2 a 施用生物质炭后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增加 19.70%

和 21.23% 

[40]

竹叶 500 板栗 田间 2、5、10  t/h  m2 2 a 施用生物质炭显著降低了土壤 N2O 排放  

(2.60 ~ 2.11 t/(hm2·a))，增加了土壤 CH4 吸收(3.13 ~ 

4.22 t/(hm2·a))，但没有改变土壤 CO2 排放。 

[41]

小麦秸秆、 

柳树枝、椰壳 

550 茶园 实验室 20 g/kg 53 d 生物质炭抑制 N2O 的排放，促进 CO2 的排放 [42]

– 450 森林 田间 10、20 t/hm2 2 a 添加生物质炭降低了 CO2 的排放 [43]

小麦秸秆、 

柳树枝、椰壳 

600 茶园 实验室 10、30、50、70 g/kg 47 d 添加生物质炭促进了 CO2 和 CH4 排放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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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 的排放，不同添加量的生物质炭均降低了 CH4

的排放。相比之下，孙贇等[42]通过实验室研究发现，

生物质炭抑制了茶园土壤的 N2O 排放，促进了 CO2

的排放。蒋梦蝶等[44]研究发现，添加生物质炭同时

促进了茶园土壤的 CO2 和 CH4 排放。由此可见，在

实验室可控条件下，即便是同一种土壤，生物质炭对

其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也不一致，这主要与生物质炭

的炭化温度和制备原材料相关[35,42,44]。 

由于实验室研究是在可控条件下进行，因此开展

田间试验研究生物质炭对自然条件下人工林地土壤

温室气体的排放更具有现实意义。Zhou 等[34]通过 16

个月的长期监测发现，不同添加量的 800 ℃竹炭对

森林温室气体排放没有显著影响。而葛晓改等[43]经

过两年的长期定位试验则发现，450 ℃的生物质炭降

低了森林土壤的 CO2 的排放。Ge 等[38]经过两年的研

究发现，添加 500 ℃ 生物质炭减少毛竹人工林土壤

的 CO2 排放。这些研究的差异可能与生物质炭的性

质(由于热解温度的差异及制备原材料的不同所造

成)、试验时间的长短，以及森林植被和土壤类型密

切相关。这些因素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研究中森林土壤

的持水能力、有机质含量、pH、土壤结构以及微生

物群落的不同，也最终影响了温室气体的排放[24]。

此外，树木的生物量较大，其进行光合作用所吸收的

CO2 量较高，甚至抵消土壤释放的 CO2 量，这与其他

植被覆盖的土壤系统有较大差异。因此，在研究生物

质炭对森林生态系统碳排放的影响时应综合考虑生

物质炭的类型、森林植被类型、土壤性质等因素，

尽量开展长期定位试验，以便得到更加精准的试验

结果。 

2.2  农业土壤 

自古以来，农业生产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

着必不可少的角色。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对粮食

的需求，大量的农药和化肥被应用到了农业活动中，

这些人工合成材料生产及使用过程中大量温室气体

被排放到大气中，加剧温室效应。目前，据报道，约

11% 进入大气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来自不同的农业

活动，这严重危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45]。而在各种

温室气体中，78% 的 N2O 排放均来自农业土壤[46–47]，

这主要是因为农业活动中氮肥的大量施用。此外，对

于 CH4 来说，农业活动的排放量占 50%[48–50]，而这

也主要归咎于氮肥的施用。由于 3 种强效温室气体的

源和汇是生态系统中碳估算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

将生物质炭作为土壤改良剂应用到农业土壤中一方

面可以改良土壤，另一方面可以作为碳汇抵消人为活

动导致气候变暖的碳排放[51]。据估计，由 2.2 Gt 的

生物质原料生产的生物质炭每年可以从大气中去除

0.49 Gt 的碳，这意味着将生物质炭用作气候变化缓

解策略具有更大应用潜力[52]。 

与人工林地生态系统的研究相似，添加生物质炭

对农田土壤温室气体排放影响的研究也显示出了不

同的结果。尽管大多数的研究表明向农田土壤中施用

生物质炭可降低 CH4 的排放，仍有实验发现土壤中

的生物质炭增加了 CH4 的排放量(表 2)。与林地生态

系统相比，农业系统在植被类型方面有很大差异，农

作物的生物量相对较小，通过光合作用对 CO2 的吸

收也相对较少[67–68]。而在农业用地中，旱作和淹水

条件下，生物质炭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也各不相

同。研究表明，生物质炭在短期内(6 个月)对半干旱

地区农田土壤 CO2 和 N2O 的排放没有显著影响，而

显著降低了 CH4 的排放[55]，类似的结果在 Wang 等[63]

和 Polifka 等[64]的研究中也有报道。相比之下，淹水

条件的水稻土壤则是农田生态系统中 CH4 的主要排

放源头。CH4 的排放是稻田中产甲烷菌和甲烷氧化细

菌共同作用的结果，产甲烷菌生产后部分未被甲烷氧

化细菌氧化的 CH4 从土壤中释放[69]。稻田中九成的

CH4 是直接通过水稻通气组织传输排放，生物质炭输

入可抑制产甲烷菌的生长，减少 CH4 的产生，从而

降低 CH4 的排放[61]。对于 CO2 而言，生物质炭施用

的影响也取决于土壤环境和微生物活性，生物质炭的

高孔隙率保护了微生物免受捕食者侵害，从而微生物

总量得到提高，增加了土壤呼吸[64]，因此多数研究

中土壤 CO2 的排放量增加的现象与之密不可分。而

Hua 等[65]在研究生物质炭对土壤碳特性的影响中发

现，生物质炭的施用显著降低了土壤中 CO2 的排放

量，这主要是由于不稳定的生物质炭组分刺激微生物

的生长与活性。另一方面，累积 CO2 通量值的下降

与研究地区农作物生物量的增加之间存在相关性，这

表明，生物质炭促进了作物的生长进而增加了其对

CO2 的吸收。例如，向实验土壤施加生物质炭后，与

对照相比，CO2 的排放通量降低，培育的绿豆植株的

生物量得到有效提高[70]。与林地土壤的研究结果一

致，生物质炭不同制备材料、热解温度和添加量会造

成不一致的结果[71]，这也就带来了研究的不确定性。 

N2O 是硝化与反硝化的产物，当硝化反应占据主

导地位时，土壤 N2O 的排放量会相应增加[72]。已有

研究表明土壤含水量的变化是主导 N2O 转化的因素

之一[73]，生物质炭可提高土壤持水能力，促进 N2O

向 N2 的转化，这是土壤 N2O 的排放量降低的重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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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添加生物质炭对农业土壤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biochar addition o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agricultural soils 

原材料 热解温度 

(℃) 

作物 

类型 

试验 

类型 

生物质炭 

添加量 

时间 效果 参考 

文献 

玉米秸秆 – 春小麦 田间 10 ~ 50 t/hm2 4 m 生物质炭添加量小于 30 t/hm2 时，温室气体排

放量随其增加而显著减少；添加量大于 30 t/hm2

时，温室气体排放量随其增加而显著增加 

[53] 

水稻秸秆 600 水稻 田间 20 t/hm2 4 m CH4 的排放呈降低趋势，N2O 的排放总量显著

增加 

[54] 

锯末、槐树皮 550 农田土壤 小区 

定位 

10、30、50 g/kg 6 m 生物质炭在短期内对土壤 CO2 和 N2O 的排放没

有显著影响，CH4 排放随着生物质炭添加量的

增加而降低 

[55] 

稻草 300、500、 

700 

水稻 实验室 10 g/kg 2 m 生物质炭显著降低 CH4 的排放，高温生物质炭

效果强于低温生物质炭 

[56] 

红树 600 水稻 实验室 10 t/hm2 10 m 比表面积更大的生物质炭对减少 CH4 的排放效

果更好 

[57] 

沼渣 330 水稻 实验室 C 790 mg/pot 4 m 生物质炭的施用显著降低了 N2O 排放并增加

了 CH4 排放 

[58] 

小麦秸秆 500 水稻 田间 48 t/hm2 6 m 生物质炭降低 CH4 的排放 [59] 

小麦秸秆 400 稻、麦 田间 40 t/hm2 40 m 老化的生物质炭显著降低了季节性 CH4 排放量；

新老生物质炭对 N2O 的季节性排放无显著影响

[60] 

红树 600 水稻 田间 10 t/hm2 8 m 生物质炭显著降低 CH4 的排放 [61] 

水稻、竹子 600 水稻 田间 22.5 t/hm2 2 a 相较于秸秆生物质炭，竹子生物质炭可更有效

减少 CH4 的排放 

[62] 

玉米秸秆 450 玉米 田间 30 t/hm2 2 a 生物质炭的施用显著降低了 N2O 排放 [63] 

生物质残渣 650 玉米、黑麦、

羽扇豆等 

田间 1、40 t/hm2 38 m 生物质炭增加 CO2 的排放 [64] 

玉米秸秆 600 实验土壤 实验室 30、80 g/kg 7 m 生物质炭抑制 CO2 的排放 [65] 

稻壳 350 旱地水稻 田间 5、15、25 t/hm2 4 m 生物质炭显著增加 CO2 的排放 [66] 

 

因[63]。此外，含水率提高带来的厌氧环境也增强了

反硝化细菌的生理活性。生物质炭对土壤中 N 的吸

附，可以降低可用于硝化反应的 N 的比例，进而减

少土壤中 N2O 的排放[74]。尽管如此，生物质炭的高

孔隙率导致土壤中 O2 交换量增加，干扰 N2O 还原酶

的作用，也存在 N2O 排放量增加的可能。因此，基

于以上研究，针对农田土壤添加生物质炭的研究应该

进一步区分耕作方式和作物类型开展更加详细的室

内及田间试验。同时，计算作物生长过程中吸收的

CO2 的量，并对比土壤排放量，从而更加精准地计算

CO2 净排放量。 

2.3  设施蔬菜土壤 

随着世界各地设施农业的兴起，设施蔬菜产业发

展迅速，尤其以中国的设施蔬菜产业发展最快，蔬菜

的播种面积和产量分别占世界的 43% 和 49%[75]。因

此，设施蔬菜用地在温室气体减排中的作用也不容忽

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特别是中国，针对利用生

物质炭影响设施蔬菜土壤温室气体排放开展了大量

研究(表 3)。不同于森林土壤长期处在植被覆盖的潮

湿环境，以及农业水稻土的长期淹水环境，设施蔬菜

土壤经常处在干湿交替的环境中，因此其温室气体排

放量和产生机理也与前两者存在差异。 

相较于林地植被和农田作物，设施蔬菜体型较

小，不同条件下生长差异较为明显，易于观测分析。

如表 3 所示，常研究的蔬菜类型包括莴苣、卷心菜、

生菜、辣椒、菜心、苋菜、番茄、大白菜、白萝卜、

小白菜、香菜、菠菜等蔬菜。陆扣萍等[85]研究发现，

竹炭比猪骨炭对土壤中 CO2 与 N2O 排放的抑制效果

更佳，并且，一次性施用 20 t/hm2 竹炭处理优于分批

施用处理。除此之外，他们还发现一次性施用猪骨炭

处理明显促进了两茬空心菜土壤 CO2 排放。由此可

见，不同种类的生物质炭对土壤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

存在较大差异，这主要是由于猪骨生物质炭含有较多

的灰分，添加到土壤中后引入了大量的易分解有机

碳，为土壤微生物生长提供了碳源，进而促进了 CO2

的排放[86]。在较高温度条件下或者木科炭化材料(如

树枝、竹子等)制备的生物质炭灰分含量较低，碳含

量较高，其固碳能力优于禾本科植物材料(如秸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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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添加生物质炭对蔬菜土壤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biochar addition o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vegetable soils 

原材料 热解温度 

(℃) 

蔬菜类型 试验

类型

生物质炭 

添加量 

时间 效果 参考

文献

油菜秸秆 – 莴苣、卷心菜、 

生菜、辣椒 

田间 10 t/hm2 1 a 生物质炭增加 CO2 的排放，减少 CH4 的排放 [76]

苹果树枝条 450 辣椒 田间 20、40、60、

80 t/hm2 

42 m CO2 的排放随生物质炭施用量增加而增加；

N2O 排放随生物质炭施用量增加先减少后增

加；CH4 的排放被抑制 

[77]

玉米秸秆 400 菜心、苋菜 实验室 20、30、40 t/hm2 3 m 生物质炭抑制 CH4 的排放，大大降低 N2O 的

排放 

[78]

小麦秸秆 550 番茄、大白菜、绿豆 田间 10、20、40 t/hm2 1 a 生物质炭的施用减少了 N2O 的排放 [79]

小麦秸秆 400 苋菜、白萝卜、小白菜、

香菜、菠菜 

田间 20、40 t/hm2 30 m 生物质炭显著降低 N2O 的排放 [80]

小麦秸秆 400 苋菜、白萝卜、小白菜、

菠菜、香菜 

田间 20 t/hm2 2、7 a 长期生物炭改良可降低 N2O 排放 [81]

小麦秸秆 350 ~ 550 空心菜、小白菜、 

香菜、莴苣 

田间 20 g/kg 1 a 小麦秸秆生物质炭对 N2O 的排放无影响 [82]

– – 菊苣、生菜、卷心菜 田间 10 t/hm2 14 m 施用生物质炭显著降低 N2O 的排放 [83]

花生壳、污泥 550 绿豆 实验室 40 g/kg 3 m 施用生物质炭后 CO2、CH4 的排放显著降低，

N2O 的排放先增加后减少 

[70]

白桦 360 ~ 380 卷心菜 田间 10、30 t/hm2 16 m 生物炭显著降低了土壤 CO2 的排放 [84]

 
稻壳、花生壳等)[87]。另有研究发现，即便生物质炭

促进土壤中 CO2 的排放，其排放的 CO2 的含碳量也

仅占生物质炭总量的 0.1% ~ 0.8%，这还不包括生物

质炭促进蔬菜生长从而促进蔬菜对 CO2的吸收量[88]。 

生物质炭通过影响土壤通气效率、pH 和蔬菜生

长环境碳氮比来控制氮的转化[89]。由表 3 可以看出，

在对番茄、大白菜、白萝卜、小白菜、菠菜等主要蔬

菜类型的研究中发现，土壤 N2O 的排放量随生物质

炭的施加而降低的结果较为一致[80–81]。Zhang 等[79]

通过对种植番茄、大白菜和绿豆的蔬菜土壤研究表

明，添加小麦秸秆生物质炭显著降低了土壤 N2O 的

排放。对于不同作物来讲，N2O 排放量的减少各不相

同，这表明蔬菜类型的不同也会对生物质炭的效果产

生影响。然而，在对栽培辣椒的土壤研究中发现，当

生物质炭添加量超过一定比例后，随着生物质炭添加

量的增加 N2O 排放量增加[77]，这主要是和生物质炭

的施用量和蔬菜类型有关。因此，应该进一步开展针

对不同蔬菜类型如何影响土壤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关

机理研究。 

与种植水稻淹水农田环境相比，设施蔬菜培育环

境土壤颗粒大团聚体占比较高，构成嗜甲烷细菌适

宜的生长环境，生物质炭的加入改善土壤碳氮比，

进一步提高嗜甲烷菌活性，最终降低土壤中 CH4 的

排放[90]。Jia 等[78]研究发现，玉米秸秆生物质炭显著

降低了菜心和苋菜土壤中 CH4 的排放。Ibrahim 等[70]

发现，花生壳和污泥生物质炭显著抑制了土壤中 CH4

的排放，他们推测这种抑制作用可能是由于产甲烷菌

的活性被抑制所导致。综上所述，在对生物质炭影响

蔬菜用地土壤温室气体排放量评估时，有必要充分考

虑生物质炭的性质以及其与土壤环境共同作用下的

作物类型与环境差异。 

3  生物质炭影响土壤温室气体排放的机理 

土壤中添加生物质炭对不同种类温室气体排放

的影响机理如图 3 所示。在生物质炭影响 CO2 排放

的机理中，其刺激土壤 CO2 排放主要是由于土壤中

不稳定碳的矿化或者生物质炭向土壤中释放的无机

碳的增加[91–92]。研究表明，施加生物质炭可以显著

提高土壤有机碳和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含量，这将提

高微生物活性，进而促进土壤 CO2 排放[93]。低温条

件下制备的生物质炭的无机碳组分含量更高，从而更

容易被微生物利用，导致 CO2 的排放增加[94–95]。由

于生物质炭一般具有较大的吸附能力，可以吸附土壤

中的 CO2，降低其排放[96]。此外，生物质炭可以通过

影响土壤性质包括含水量、孔隙率、聚集度、pH、

CEC 和微生物活性从而影响 CO2 的排放[97]。 

对于 CH4 来讲，生物质炭影响其排放的机理主

要有：①由于生物质炭是碱性材料，施加生物质炭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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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土壤中添加生物质炭对温室气体 CO2(A)、CH4(B)和 N2O(C)排放的影响机理 
Fig. 3  Mechanism of adding biochar on effects of soi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of CO2(A), CH4(B)and N2O(C) 

 
常会提高土壤 pH，这将有利于产甲烷菌的生长，从

而促进 CH4 的排放[98]；②生物质炭的应用可以降低

土壤容重和增加土壤孔隙度，这将有利于提高土壤微

生物的活性，从而有利于微生物对 CH4 的氧化和吸

收[99]。在这两种机理中前者作用相对较弱，生物质

炭提高土壤 pH 从而间接影响产甲烷菌的生长，而土

壤中微生物种类繁多，生物质炭同时也可以促进其他

微生物的活性，从而和产甲烷菌产生竞争。而后者则

是主要控制机理，土壤中添加生物质炭必定会增加土

壤的通气性和孔隙度，从而造成土壤中氧气含量的增

加，而 CH4 的代谢途径是有氧过程，因此大部分研

究证实土壤中添加生物质炭可减少 CH4 的排放。 

土壤中 N2O 的排放主要是由硝化反硝化过程决

定，土壤中硝化菌和反硝化菌活性的变化直接驱动

N2O 的释放。添加生物质炭有利于电子向土壤反硝化

微生物的传递，促进 N2O 向 N2 的还原，降低 N2O 的

排放[100]。生物质炭可以通过自身特殊的性质，大量

吸附土壤中的 NH4
+ 和 NO3

–，减少 NH3 挥发，或固定

氮化合物，这些过程减少了可用于硝化或反硝化的无

机氮源，从而限制产生 N2O 作为代谢副产品[101–102]。

此外，生物质炭能刺激 nosZ 的转录(反硝化细菌基因

标志物)，这表明通过该方式生物质炭可进一步将

N2O 还原为 N2 来减少 N2O 的排放[103]。 

以上作用机理的提出均是基于大量的室内及田

间试验研究，然而，3 种温室气体排放的具体机理

的进一步阐明还取决于不同植被类型下土壤性质的

差异、添加的生物质炭性质的差异，以及试验时间

的长短。 

4  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近年来各项相关研究的综述可以发现，在

大部分研究中，添加生物质炭后都可以降低土壤 N2O

的排放，并且增加土壤对于 CH4 的吸收，而对 CO2

的影响没有统一的定论。生物质炭作为新型环境友好

材料，其具备巨大的潜力，极有可能在未来遏制全球

变暖的过程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作为一项新

兴的技术，生物质炭的研究仍有许多的不足之处。 

1)系统性的研究较少，一如前文所述，不同的原

料和不同的制备过程都会导致生物质炭的性质有着

较大的差异，而试验过程中不同的植被类型土壤、气

候条件、作物种类、当地的土壤性质、土壤中微生物

的种类和数量以及最为关键的人类活动等影响因素

众多，同一试验中的变量过多，这就导致了如今生物

质炭的研究成果众多，但是却并没有统一定论可以直

接确定生物质炭的具体效用。因此，今后应开展系统

性的研究，从原料的种类到制作过程中导致的生物质

炭性质差异，从南方的温暖湿润到北方的寒冷干燥中

导致的气候差异，再从盆地平原的富饶土地到高原沙

漠的荒芜土地中土壤性质的差异等，将这些不同的变

量统计并整理，进行系统性的研究。 

2)缺少权威的参考值，生物质炭对于温室气体排

放或吸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

会导致产生的结果不同。在同一片土地上，能够添加

的生物质炭的量是有上限的，然而人们对于生物质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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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给缓解温室效应带来益处的期望是无限的，所以应

当根据地区政策及需求计算生物质炭投入的最优量，

作为权威的参考值以供未来的研究需要。 

3)长期研究较少，大部分有关生物质炭影响土壤

温室气体排放的研究只是短期研究。由于生物质炭技

术的兴起时间与研究人员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一般

有关研究只是持续了几个月到几年不等，很少有对添

加生物质炭的土壤的长期观测，而生物质炭不易分

解、毁坏，其保存时间动辄百年，所以需要更多长时

间的观测与研究来判断其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 

4)生物质炭对环境负面影响的研究较少，在生物

质炭的施用过程中，其本身可能携带一定有害物质

(如重金属)，这会对土壤环境产生不良影响。此外，

添加到土壤中的生物质炭存在什么样的长期风险尚

不明确。因此，在利用生物质炭时应综合考虑多种因

素可能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开展生物质炭对环境

影响的风险评估并制定相应的解决措施，从而确保生

物质炭的安全使用。 

5)生物质炭在制备过程中会产生纳米级的颗粒，

称为纳米生物质炭。相比普通生物质炭，纳米生物质

炭具有更大的比表面积和更强的迁移能力。这种类型

的生物质炭会对土壤温室气体排放产生何种影响尚

不明确，未来应开展相关研究，明确纳米生物质炭在

土壤固碳减排中的作用。 

6)目前生物质炭类土壤添加剂的成本相对较高，

这大大限制了生物质炭的推广及应用。今后的研究应

重点优化生物质炭的制备工艺，同时降低原材料收集

成本，从而降低生物质炭生产成本，促进其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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